台灣宗教信仰的中國情結與其脫結之道
2014.7.12  西雅圖 台灣美西夏令營 主題演講                   莊萬壽

前言：「關公發爐指示」講起

今年(2014)318太陽花學運是開啟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新章。官方麻痺，對學生訴求無感，正膠著之際，三月底傳出鴻海總部的關公香爐「發爐」，中國紅頂台商郭台銘藉「神意」各方牽線，要解決「僵局」。但學生拒絕與他見面。4月6日立院院長王金平至議場，承諾「先立法，再協商」，郭旋即表支持，我的第一反應是中國黑手介入。果不其然，學運一結束，郭就說「民主當不了飯吃！」「一切要回歸體制」反學運、反民主與中國如同一轍。幕後了解是中國要郭「儘速化解『反服貿』『反中』的社會效應」（《財訊》2014.4.23）。
中國吞台的狼子野心，早已用錢收買而取代干戈，財經誘拐之外，是文化統戰，其中宗教信仰，是台灣毫無設防的開放世界。台灣宗教主要是儒、釋（佛）、道三教，道教在漢語文儒教圈發展，與各地神明混合，即所謂「民間信仰」，事實已融入佛儒的思想，而台灣民間信仰的宮廟，都是佛道的多神崇拜；這些神幾乎全是來自唐山中國，數百年艱苦求生的移民社會，成為台灣人特別強烈的信仰。在儒教傳統敬祖追遠的文化中，具有維繫中國文化臍帶的功能。此外，以宮廟祭祀圈為中心，亦是民間社會的重要組織、團體，而為統治者所重視。在戰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，自然成為地方政治派系選舉的樁腳，長期以來，多被執政的國民黨直接、間接的掌握，也是中國統戰的標的。
至於佛教，1949年台灣開始戒嚴，隨國民黨政府遷台的「中國佛教會」，收編了台灣所有的佛教團體、僧尼。政軍人物出身的星雲、聖嚴、與師承印順的台籍證嚴成了台發展灣三大佛教山頭，須知傳統漢傳佛教，在近代、現代爭民主、反威權的歷史中，從未曾有過思想與行動。
此次學運中，證嚴上人（我質疑的稱謂）送水果慰勞警察，還說：「看到這一波抗爭，希望時間不要太久。」星雲法師說：「學生迷失……自以為對，快回去讀書，將來選上總統再來改革台灣。」兩位大師早已建自己的佛教大企業王國：慈濟與佛光山。然而，都缺乏台灣的主體性與現代性的思維。慈濟現猶堅持規避環評，強在內湖山坡保護區開發建二千人的活動高樓，輿情譁然。而佛光山早期更曾違建，污染高屏溪。星雲支持核四，尤其一向充當中國佛教在台的總代理，他的名言「台灣沒有台灣人，哪個不是中國人。」他的信徒號稱600萬人，他說：「沒有台獨。」這幾個被拱為「國師」「大師」的僧尼，儼然已成太上活佛，與關公、媽祖一樣，被國民黨政要，甚至民進黨縣市長所拱衛著。他們一言而為天下表，媒體、名嘴都不敢忤逆、造次。因為台灣人甘願自投入寺院（佛）、宮廟（道教、民間信仰）為俘虜的人太多了。
依內政部2012年統計全台（三教）寺廟有登記為12,026所，登記信徒（每年增加，未登記更多）：道教82萬人，佛教16萬人，一貫道21萬人。美國國務院2006年〈國際宗教自由報告〉台灣2,300萬人，道、佛、一貫道信徒1,635萬人（71%），而基督教、天主教才90萬人（4%）（按內政部基、天二教人數更少）。
台灣人在寺廟神明前，可以平安發財，有時還有食有掠，怎不格外的要虔誠、馴服？2013年4月郭台銘將號稱中國最古的山西運城關公神像，由山西省級共黨常委帶隊，直飛小港機場，立法院長親自迎接，郭說：「關公來台講台語！」用21天遶境「巡視」全台106個有關公的宮廟，化一億元，大小分霑，遠近悅服。同年1月大甲媽的顏姓教父，因案入獄，立委改選，在台灣只有國中學歷的少年兒子，傳用二億綁樁，居然可繼承犯罪媽祖教父當選。事後又涉嫌用2,000萬買大甲媽祭祀圈沙鹿等地的票，才以約一千票險勝。宗教信仰是阿片嗎？台灣人依然是那麼愚昧無知嗎？
台灣要自由、民主，還要台灣的主體性與現代性。本文要破解被中國封建文化結構綁住的台灣宗教信仰。首論述中國情結的歷史積累，後論脫結之道。是挑戰當今鮮少論及的台灣最棘手的中國情結化的宗教信仰。一、台灣宗教信仰之中國情結的歷史積累
1. 北傳佛教  受阻於儒教

宗教信仰是出之於人類的需求，是對自然、生命的適應、安頓，是早期原始社會就存在的信念與行為。

遠古人類眾多的民族，隨不同的地理、社會而有本民族自己的宗教信仰。無情的歷史發展，二千年以來，強勢的民族、宗教，逐漸兼併弱勢的迄今，一般指世界有基督教、伊斯蘭、與佛教三大宗教，其中佛教傳播於東亞。

值得注意的是基、伊二教與南傳佛教，都有多國並立，何獨北（漢）傳佛教，在廣大的東北亞大陸，只有中國一國呢？這與台灣人的信仰與命運攸關。

以中原為地盤的中國，確實是古文明。在佛教傳入，並轉化為豐厚的漢字大乘佛學之前，中國帝王已掌控貴族性的儒教，與在地性的道教。具體的講，中國是由帝王儒教，左右道、佛兩教的封建社會。

2. 國家神道儒教，宰制、攏絡道釋

西漢武帝，獨尊儒術，孔子升為「素王」，儒學神格化，已具有宗教的功能：用封建的道德倫理教化人民、穩定階級社會；用科舉制度、儒書教育，來攏絡地方士紳，分享權力與知識，尤其建立從中央帝王到地方主官祭孔的儀式，奠定了儒教為國家神道，孔丘為教主、聖人的地位。後代「衍聖公」世襲，一直到台灣，我稱之為「國教」與「中華民族」稱為「國族」、漢學稱為「國學」，「三國」使台灣人失去自我認同。

同時，儒教雖沒有「人、神二元世界」觀，非感性的意識型態，但所謂「天人合一」，理想性的、道德性的所謂「天」或「天道」，是統治者獨自擁有的，帝王稱「天子」，代「天」行道。王權至高獨一，天下「大一統」，皆是帝王的土地與臣民，這是儒教宗教功能的擴大，也是中國帝國主義、霸權思想的根源。

儒教二千多年來始終是中國極權政治，霸權思想的基本元素。中國共產黨以反儒起家，以至於建國，他們曾轟轟烈烈的宣揚「馬列主義」、「毛澤東思想」新宗教，終告失敗，不得已又投入「孔老二」的懷抱。而國民黨一向祭孔尊儒，最近在台灣更變本加厲，開民主倒車，則不必論矣。

儒教是一神教，孔子是帝王的守護神，這是帝王創造出來的。另亦有若干所謂「民間儒教」如善書的流傳。中國本土鬼神的崇拜與信仰是道教，及許多民間信仰，而佛教雖來自印度，譯經不絕，理論性強，獲得士大夫的信仰；道佛都曾進入統治圈中，但毫不影響國家儒教的根基。

道教（包括民間信仰）的庶民性、自主性強於佛教，在中國亂世中，比較敢扮演反抗的角色，如太平道、明教、白蓮教……，因此統治王朝宰制、收編特別厲害，號稱63代的「張天師」還逃到台灣。至於佛（釋）教主張輪迴、涅槃，要忍受世間之苦，麻痺於現實社會，很難挑戰統治權。中古是因經濟問題，損害到王權，才有「滅佛」之舉。

3. 三教合一是唐山閩客寺廟神明的性格

儒道釋三教，事實一千多年前已經交流，儒、道浸淫佛理尤多，至約五百年前出現了「三教合一」，尤其在華南。其結構是最高點是國家神道的儒教，其下左右為道、釋二教。統治王朝，分化並控制多神教的道、釋，兩教的組織與教義，根本不可能讓道士、僧侶產生大地域的教主、挑戰王權，中國王權，其實兼有神權。孔子與神祇的封號，都是帝王的欽命，異於西方基督教世界神權與王權的分權，這也是中國難以民主的主因。台灣道釋的領袖，大多是隨蔣介石來台，全面收編台灣宗教界，是幫助蔣政權穩定改造台灣社會秩序的工具，也是台灣民主、啟蒙運動過程中的阻礙。

明代後葉推動「三一教」的林兆恩（1517-1598）正是與媽祖林默娘同鄉的福建莆田人，是屬於閩南語人，我們不知今台灣人在唐山最早的祖先「閩越（國）」人的原始信仰是什麼？他們是蛇圖騰，屬百越族（客家亦屬之），可料到的是如同台灣南島語系的原住民原有自己的祖靈，自然神信仰一樣而漸漸被同化而消失的。明清時期，唐山閩客地區寺廟神明性格祭拜儀式甚多「三教合一」特別是道、釋神明在寺廟的合流。

二、台灣宗教信仰的根深蒂固，中國情結，難以脫結

1. 民間信仰迷失了現代國家的方向

要強調的是隨閩客移民進入台灣的神明，恐半是閩客地域的在地守護神，嚴格說多不屬於傳統的中國正統「道教」「正一道」，而是「民間信仰」。一個獨立的語族有本土特有的宗教信仰：本語族的在地神，則足以培養我族意識，甚至國家意識。但在國家儒教、漢系佛教的浸潤下，在地神的民間信仰，無從獨立發展，也難脫巫術與功利的本色。在地鄉土神大多是唐宋時代當地流傳的人物神或山神，如安溪人供奉當地北宋時僧侶陳昭應為「清水祖師」。惠安人供奉當地的山神「青山王」。如同安人供奉北宋當地的神醫吳夲（音滔），為「大道公」為「保生大帝」……。台灣唐山移民時間晚而短，難以形成舊漢文化的台灣在地神。這並沒有特殊意義，問題是民間信仰有無台灣主體性與現代性的內涵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今日我們有多面向的觀察，若從純南島民族觀之，所有宗教信仰都是外來征服者帶進來的，一如同血緣的紐西蘭毛利人看外來宗教一樣。若從被統治者的立場看，高聳的中正堂（我視為「宗廟」），與高雄旗津等地的蔣介石廟。待之於不可測的未來歲月，台灣人若無知的供拜，則形同台灣人祭拜台灣原住民的屠夫鄭成功，與閩南人祭拜征服閩南的大屠夫陳元光為「開漳聖王」一樣的絕對的荒謬。若又從「台灣自我認同已絕對多數」來看，以為「民間信仰已獨立於中國」（有學者以為），這是過度樂觀，台灣民間信仰幾乎仍與中國同體，難以切割，中國情結，難以脫結。比較受儒佛化的韓、日，他們並沒有來自中國民間信仰的羈縻，何況嚴重的是台灣很大比率的民間信仰宮廟，是由國民黨與黑道所控制的樁腳。台灣三大或四大（加惟覺）佛派領袖也多親中、反台，因此，台灣的宗教信仰並未完成主體性的建構。而民間信仰多巫術、迷信，信功利、宿命，講求命理、風水、吉凶擇日，違反科學理性的現代生活；大興廟宇，燒金點香，破壞生態土地的自然環境，完全迷失了朝向現代國家的方向，台灣生活禮儀、節慶越被推向亮麗文創包裝下的寺廟神明靠攏。而內在精神，在馬政府中，恢復讀經後，漸又倒退到滿清三教合一的封建時代的價值。

2. 信仰改造是艱巨的大工程
2000年政黨輪替之時，我苦心撰寫，發表一篇〈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〉比較長的論文，前半陳述當前面對的各種文化困境，後半期待能作為具體的「台灣文化建國大綱」，並轉給新政府的領袖參考，可惜一籌莫展。此文在網站流傳，如〈台灣奶神〉等稱「此生必讀的好文」，我只能孤芳自賞。

其中我提「中國文化情結」與「宗教文化」的二種困境，我批判「狂熱的全民宗教信仰與寺廟的財團化」「教閥與政商媒體」，我對此的解困之道是促進「公民教育與國家認同」及「歲時禮儀與民俗信仰的改造運動」我說「這是艱巨的大工程，尤其是宗教及民間信仰……有待宗教革命家出現。」新興宗教出現是必然的，我也期待台灣有理性的台灣主體意識與現代思惟的宗教家出現，如日本的日蓮。
十餘年來，宗教與民間信仰政治化、商業化、巫術化更趨嚴重，成為方便中國國共二黨經營促統的園地，民間信仰的絕大多神明都來自中國，雖己有台灣本土化傾向，卻仍有「祖神」情結，難以自我覺省，產生如政治認同的台灣意識，而給予中國滲透的可乘之機，淪為中國統戰與政治人物奪取的禁臠。這也是今日台灣人追求民主、生存所必須突破的最後瓶頸。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權，是不能控制的，而事實我曾「慨歎被主流政治勢力所主宰，是台灣人愚昧無知的宿命文化。」（見拙作〈台灣宿命文化與民間信仰〉，2011年9月）

三、試論脫結中國情結之道
1. 台灣主體性與現代性的追尋

台灣歷史的主體性，缺乏縱深。住民多元，外來政權，更迭頻仍，未曾過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。自古以來沒有共同的祖靈、自然神的信仰或民族英雄的傳承，以色列有猶太教，近鄰日本有神道教，韓國有家神信仰，還創造一個檀君。

    不容諱言，台灣除了「基督長老教會」外，幾乎大半宗教、教派對台灣民主、自由奮鬥的歷史是冷感的，甚至對台灣人民日益壯大的獨立運動，也執反對的態度。而動輒出現數十萬人進香、遶境的大宮廟，參與的台灣人信眾，所祈求的是「平安、發財」，有誰會在情境中聯想他的祈求，必須要先確保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，才能獲得？

其
中國是宗教不自由的國家，美國國務院〈國際宗教自由報告〉歷年都是列入「特別關注國」（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），台灣有必要與中國如此密切的宗教交流嗎？而且宮廟神明，都成為中國所謂「祖廟」的「分靈」，大甲媽祖鎮瀾宮2014年6月又組「進香謁祖」團，至莆田，是所謂「回娘家」。台灣的神明都已被統一，而被貶神格，這批人並不知恥辱。更不知自己不是「中國人」的台灣主體性。

媽祖與關帝是滿清王朝捧紅的政治神，早期台灣主要是拜上帝公（玄天上帝），這且不表。不料在台灣解嚴後，又恢復了政治功能，尤其近年來，在媒體文創的操作下，進香、遶境，幾乎瘋狂，光是要搶鑽轎腳的一地以數千人計，校長帶學生有之，少年帶阿媽有之。隨時有數萬人的場面，政治人物其誰不動心，這裡成了錢莊、票倉。是黑道與信眾的世界嗎？我看過許多日本街頭的祭典，包括京都「三大祭」，人家展現的是蘊含歷史精神的現代文化。台灣若要做為現代國家，人民要具有〈理性精神與公民意識〉（見拙作2009年4月）的現代性。台灣要回到近百年前蔣渭水批判的「缺乏精神生活，極度迷信」的時代嗎？（見拙作〈現代化與現代性〉2013年8月）民間信仰是必須改造的，要有政治與教育、文化等全方位思考。訂立宗教法律與管理制度(如人事、財物)，切割政治政黨黑道關係。現在只要是以宗教之名的活動多凌越法律，朝野都不敢管，這都是不應該的。
2. 韓國成為準基督教國家的啟示
一個民族要獨立自主，要保有自己的語言、文字與宗教信仰。自古以來中國漢字、儒教文化圈外的許多異語異教的民族，早已被同化為中國之中而不自知。今日隔海的日本，不必去說。韓國最接近中國中原卻能存活下來，是人類史的奇蹟，金大中任總統後曾說：

「在亞洲，我們是戰勝中國幾千年的統治和影響，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國家。……基督教是新的整合力量……沒有基督教，韓國永遠不會民主。」（2000）
金大中是天主教徒，上一任總統金泳三也是基督教長教會，這一段話是正確的。日韓一、二千年來都受儒佛深深影響的國度，尤其李朝與德川幕府都是以儒治國，是保守封建階級禮教的社會，約1450年朝鮮創了母語拼音「諺文」，但無人用，仍用漢文。至19世紀，基督教徒才推廣、教育民眾。並挑戰傳統父權思想如女子可以再婚的新觀念。

1910年日治起至1988年民主開放前，基督教新舊（天主教）教，站在基層群眾與國家民族的立場，扮演了重要角色，1919年3.1反日運動有二千人基督徒被起訴坐牢。尤其韓戰後，反抗威權的軍人專制政府，教會成了民主主流的力量。1980年「光州事件」到1987年「6月民主運動」，基督教徒、學生、勞工的抗爭，終於迫使政府釋放政治犯，舉行公投修憲，直選總統，其實也間接影響了台灣解嚴。韓國民主壯大。基督（包括天主）教人口大增，傳統儒文化式微，1970年已廢漢字（北韓更早廢），形式上言朝鮮半島已非漢字文化圈，進而有民主、自由、科學創新的新思維，1999流傳《如果儒學死亡，國家才有活路》一書。這攸關韓國經濟民主的大幅提升。
2005年韓國國家官網，佛徒22.8%，基教29.2%（內天主教10.9%），儒教0.2%，不信教46%。泛基督教徒人口已超過信教人口的半數。如今的比率還會更大，二金之後的總統除盧武鉉外，皆是泛基督徒。近年國會近300議員，基天教徒超過三分之二。
「脫儒降佛」，事實比日本更「脫亞」，韓國已是準基督教國家，是民主「脫中」與學生運動之路，值得台灣學習。但台灣被民間信仰綑綁，基都教徒成長有限。看到太陽花學運，讓我覺得，台灣青年已漸離中國情結，尤其是全民多知中國始終是台灣頭頂上的烏雲，台灣人一定要撥雲，才能見到太陽。

3. 「台灣神」信仰的誕生

台灣主體性與現代性的追尋，具體的說，要追尋的是台灣人自己的典範信仰。我在2000年論述〈台灣文化困境與國民意識建構之芻議〉一文中，有「先賢事蹟及典範的樹立」，主張要「立碑立像，事蹟編入教科書」「列紀念日」，我並未提議立祠供奉，更沒想到要造神祭拜。主要是因我是「無教者」，我尊重信仰與神明，但我內心世界只有自然，沒有鬼神。但我認識宗教信仰的力量與功能。在東方三教的多神社會，「無教者」是眾多的，尤其知識份子，我受先父影響，他是工人，卻是「文協」的會員，我也受羅素的影響。

早在1990年5月韓國「光州十周年紀念會」，我正在大邱講學，專程前往，首次目睹十萬人的集會，並到被屠殺人民與民運犧牲者墓地「望月洞」憑弔，寫不少文章發表。返台後向若干本土的大老建議設置一處可以遊覽、紀念的林木扶疏之「民主墓園」，即使是衣冠塜，亦可以成為匯集台灣精神價值的聖地，如「望月洞」為韓國民主的標誌一般。2011年底黃昭堂主席逝世，我寫〈台灣精神的典範─黃昭堂主席的典範傳承〉懷思，在〈附語〉中還說民主墓園之事。

我當時居然不知道楊緒東醫師的「台灣聖山」生態園區快要完成，用以供奉我已知的「台灣神」。這是台灣精神信仰的新頁，為台灣犧牲、奉獻的典範立神，創立本土的信仰運動，這是我倡言台灣主體性思想，形塑典範逾二十年來的驚喜，楊醫師是思想的實踐者，論述沒有實踐，終成泡影。「台灣神」，我的理解，尚不是新宗教，他們是台灣土地上的神明、自然守護者，但不是造物者，應也沒有神密的靈力，接近自然主義者莊子所說的「神」「神明」或「神人」，都指精神、意志的力量。是一種神聖的價值，具有現代性的理性精神。其實供奉孔子牌位，也是同樣的意義，只是屬於封建社會的信仰。台灣神希能成為我上文所說的台灣人共同的祖靈、自然神信仰、民族英雄傳承。進而能成為神聖的全民信仰與民族精神。惟面對現實，尚是遙遠的期待。

結語

從較詳盡的論述漫長歷史的中國情節因素的積累，再要馬上尋求脫結之道，談何容易。現全文要作結，是追根究柢希望來了解台灣性格的底蘊。
當然台灣人的性格，影響命運，甚至長久的未來，性格有隨社會的變遷，而演化轉變，但也有先天的集體基因吧！常言道：「台灣人三好加一好，四（死）好」最令人詬病的是所謂「奴隸性」，最近施並錫教授出版《圖繪沒力島傳說》，就是嚴厲的指責台灣人的種種劣根性，我看很大的因素是來自「台灣人中國化的宗教信仰」內化的性格。其中最嚴重的是道教與民間信仰這一塊，我陳述三點：

1. 宿命主義：我的〈台灣宿命文化與民間信仰〉（2011年9月）認為台灣人長期缺乏公民參與的理念與經驗，不知關注公共事務，捍衛社會公義。聽天由命，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當喪失了利益與幸福，那是由於天註定，甘願承受。讓信仰來麻醉自己的命運。

2. 功利心態：寺廟的功利思想，百年前就有人批判。台灣人春節，忙於奔走寺廟，日日各地總有在作醮、進香的商業觀光的活動，台灣已是「拜拜神國」，用金錢乞福謝恩，用供品、金香購買平安發財，是功利的交易行為；自我的利益，成為終極的關懷。
3. 靈驗崇拜：民間信仰神明在民間流傳著許多神異靈驗的崇拜，這是鬼神崇拜的本色，但社會進步，科學、理性的昇華，台灣社會並未減低迷信的神秘主義流風。由巫術至宗教至科學，是普世的理論。台灣猶諸多停留巫術階段，令人慨歎。電視充斥著命理、風水、靈異節目，這是歐美日韓少有的現象。
我們肯定宗教信仰的正面功能，讓心靈安頓、肉身解脫。然而若要建立台灣宗教信仰的主體性與現代性，必須逐漸消除或改造「內化的中國宗教信仰性格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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